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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两山”转化水平了吗？

——来自西部民族地区的经验证据

翟华云 1，李岱玲 2，李青原 3

（1. 中南民族大学 四部委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湖北  武汉  430074；
2. 中南民族大学 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3. 武汉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摘 要：在数字经济的大背景下，利用数字金融打破“资源诅咒”效应，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

将“生态高地”转变为“经济高地”，对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至关重要。本文利用 2011—2020年我国西部民

族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

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从分项指标来看，数字金融发展对“金山银山”的

提升作用显著大于其对“绿水青山”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更深、人力资本水平更高

和资源禀赋更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

展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两山”转化水平。本文的研究为进一步提升我国西

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了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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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高水平的“两山”转

化可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一般而言，“经济洼地”

多是“生态高地”。受区位条件、金融资源、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掣肘，虽然西部民族地区生态

资源丰富，但相比于中东部地区，其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1］。在 2011年最初公布的国家级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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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县名单中，832个国家级贫困县都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西北地区国家级贫困县数量占比最高，

其中，西藏的 74个县均为国家级贫困县、云南有 73个国家级贫困县、贵州有 50个国家级贫困

县，而 56%的国家级贫困县同时是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所在县。在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

广西、贵州、云南和青海 8个民族地区中，只有内蒙古的两个县、贵州和云南分别有 1个县进入

中国县域经济与县域基本竞争力百强县（下文简称“百强县”）名单，而宁夏、新疆、西藏、广

西和青海 5个省份均未有县进入该名单。由此可见，西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较于中东部及西部

其他地区处于劣势。可见，西部民族地区将“生态高地”转化为“经济高地”，利用生态禀赋发

展经济，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既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两山论”的积极实践，也是

实现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在提升“两山”转化水平的制约因素研究中，学者们均认为，西部民族地区受到区位条件和

交通条件等自然因素、农村空心化和老龄化［1］等社会因素，以及社会资本和服务质量［2］等人为

因素的影响，缺乏金融资源、技术创新能力、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提升“两山”转化水平的主

要推动力［3］，存在“资源诅咒”现象［4］。在提升“两山”转化水平的机制路径研究中，学者们

认为，只有通过生态产品价值实现［1］、产业升级和一二三产业融合［5］以及充裕稳定的资本和制

度供给［2］才能更好地提升“两山”转化水平。在提升“两山”转化水平的效果评价研究中，学

者们主要采用了指数合成型、耦合协调型、互动关系型和绿色核算型四大类“两山”转化水平衡

量方法。方一平和朱冉［6］测量了西南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后发现，西南地区“两山”转化水

平呈现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另外，也有部分学者关注提升“两山”转化水平的结果，例如，郑

石明等［7］以“两山论”为理论基础，实证检验了绿色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发现绿色发展提

升了收入水平、缩小了贫富差距、实现了共享发展、促进了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综上所述，现有

文献对提升“两山”转化水平的相关研究尚存碎片化特征，特别是关于提升“两山”转化水平的

制约因素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基于理论层面进行分析，缺乏经验证据，且关于提升“两山”转化

水平机制路径的研究还很匮乏。

在影响提升“两山”转化水平的诸多要素中，金融是决定性要素。“绿水青山”是自然资源

的生态属性，而“金山银山”是自然资源的经济属性。金融为自然资源由生态属性转化为经济属

性提供了重要的手段和平台。而数字金融是金融与数字科技结合的新形态，其扩展了金融服务的

广度和宽度，增加了实体经济资金的可得性，缓解了融资约束，增强了金融资源与数字技术的适

配性，提升了实体经济进行技术创新的意愿和能力，优化了产业结构。对于西部民族地区而言，

其在提升“两山”转化水平过程中遇到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资金约束等方面的困难

更多，数字金融的发展可以为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提供充裕的资金，能让西部民

族地区新技术和新业态与金融资源速配，优化区域产业结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2011—2020）》数据显示，西部民族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水平均值由 2011 年的 24. 0450 上升到

2020 年的 311. 0125，发展虽比较迅猛，但与全国平均水平（341. 2491）相比，尚存一定差距。

那么，以“生态战略”为导向的脱贫攻坚战打响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山论”在西部民族

地区的实践程度如何？西部民族地区数字金融发展能否提高该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从而提升“两山”转化水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现有文献尚未提供充足的经验

证据。鉴于此，本文以西部民族地区为样本，研究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影响和作

用机制，为我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金融发展与“两山”转化水平

传统金融与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形成了数字金融新形态，

110



2024年第3期（总第484期）

其空间穿透性、便捷性、安全性和高效性在提升“两山”转化水平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首

先，数字金融具有空间穿透性。数字金融能够利用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长尾效应，打破传统金融

服务在空间和时间上的限制，拓宽传统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和服务深度，渗透尾部市场，解决传

统金融服务向欠发达地区下沉不到位的问题，增强了西部民族地区提升“两山”转化水平过程中

金融资源的可得性和便利性。其次，数字金融具有便捷性。数字金融围绕生态产业创新生态资源

类要素融资模式，开辟多元化生态补偿融资渠道，解决了西部民族地区提升“两山”转化水平过

程中资金融措不足和生态反哺不足的问题。金融产品的多元化创新有效地降低了投资门槛，缓解

了西部民族地区提升“两山”转化水平过程中融资贵的问题。再次，数字金融具有安全性。数字

金融能够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准确评估信贷需求者的信用水平和还贷能

力，增强金融风险防控能力，实现金融服务供需的精准匹配，提升授信审批速度，解决了西部民

族地区提升“两山”转化水平过程中融资难的问题。最后，数字金融具有高效性。数字金融依托

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云计算等信息技术深入挖掘市场数据，通过去中介化的方式简化交易流程，

直抵客户终端，使信息透明度显著提升，促进信息流通和价格发现［8］，形成合理的生态价格体

系，打通西部民族地区提升“两山”转化水平过程中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金化的通道。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假设1：：西部民族地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提升“两山”转化水平。

（二）数字金融发展、技术创新能力与“两山”转化水平

由于对资源要素的过度依赖，西部民族地区在将“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的过程中

很容易出现“资源诅咒”效应。而“资源福音”效应产生的前提是“轻资源、重技术”［5］。因

此，技术创新是提升“两山”转化水平过程中的重要影响因素。一方面，技术创新可以延长提升

“两山”转化水平过程中的产业链条，增加产品附加值，摆脱产业链低端锁定。另一方面，技术

创新还可以减缓资源产业的衰竭，延伸资源产业后向产业链条，从而提高“绿水青山”转化的效

率和可持续性。

然而，技术创新风险属于投机风险，具有长期性、高风险性、不确定性、不可预见性和不可

逆性等特点。与传统金融相比，数字金融在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风险控制方面具有很大优势，

从而弥补了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高成本和高风险。在覆盖广度方面，数字金融利用“云大物移智链

边”与金融的结合，构建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电子账户移动终端网，通过突破地理要素壁垒，拓

宽了金融服务的范围，个体层面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及客户满意度显著提升，降低了金融服务的风

险和成本，能够确保金融精准发力以服务技术创新，从而降低技术创新的高成本和高风险。在使

用深度方面，数字金融通过利用数字技术开发出更多的金融服务场景，降低使用门槛，让更多用

户能够获得更多的金融服务［9］。在风险控制方面，数字金融利用数字技术实时监控和动态分析

客户的行为数据，及时调整用户信用评级，精准评估风险，缓解了金融机构与用户之间的信息不

对称程度，降低了金融机构和用户的搜寻成本，优化了金融资源配置。因此，数字金融发展有利

于西部民族地区技术创新能力和效率的提升，从而促进其“资源福音”效应的产生，提升“两

山”转化水平。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假设2：：西部民族地区数字金融发展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两山”转化水平。

（三）数字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与“两山”转化水平

西部民族地区要想在“绿水青山”转化成“金山银山”的过程中产生“资源福音”效应，需

要根据地区发展情况，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合理配置生产要素，摆脱产业链低端锁定，使各

产业协调发展。首先，资源产业本身的提档升级增加了生态要素边际报酬，从而提升了“两山”

转化水平。其次，资源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聚集发展，不但提高了“两山”转化水平，还提高

了该地区经济的韧性。最后，通过加快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特别是壮大生产、物流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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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第三产业，不仅延长了“两山”转化的产业链，增加了产品附加值，而且为产品的输出和需求

提供了保障。因此，西部民族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可以提升“两山”转化水平。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具有长期性和高风险性的特点，且面临着融资约束问题，产业结构优化升

级的过程离不开数字金融的支持［10］。首先，数字金融可以更好地将金融资源与新兴产业风险特

征相匹配，为产业链延长过程中新兴产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有利于“两山”转化过程

中资源产业链的延长以及与其他产业的一体化发展。其次，数字金融通过防范金融风险，促进金

融资源在地区内部有效流动，提高该地区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效引导金融资源流向优质产业，

从而优化该地区的产业结构，促使该地区产业向高级化方向发展。最后，数字金融还可以带动消

费端的升级［11］，增加生态化产品的社会需求。通过消费端的改造升级带动供给端的优化调整，

从而促使产业结构向高级化方向发展。因此，就西部民族地区而言，发展该地区的数字金融可以

通过防范金融风险，将金融资源与新兴产业匹配，增加消费端的需求，促使该地区产业结构优化

升级，从而提高“两山”转化水平。基于以上分析，笔者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假设3：：西部民族地区数字金融发展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两山”转化水平。

三、研究设计

（一）变量选取

⒈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两山”转化水平（Tmi）。“两山论”旨在将“绿水青山”高效、持续

地转化为“金山银山”。“两山”转化水平是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量尺，可将“绿水

青山”向“金山银山”转化的程度具象化。本文借鉴孙崇洋等［12］的“两山”转化水平指标构建

思路，构建了“绿水青山”“金山银山”两个一级指标；生态状况、环境质量与转化路径、经济

效益和经济质量4个二级指标；森林覆盖率等15个三级指标的“两山”转化水平指标体系，并采

用熵权法对所构建的指标进行赋权，计算得出西部民族地区“绿水青山”指数（Tmi1）和“金

山银山”指数（Tmi2），然后采用耦合模型计算得出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两山”

转化水平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表1　“两山”转化水平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绿水青山”

“金山银山”

二级指标

生态状况

环境质量与转化路径

经济效益

经济质量

三级指标

森林覆盖率

水土流失治理面积

水资源总量

沙化土地面积

太阳能热水器

绿化覆盖面积

二氧化硫排放总量

氮氧化物排放总量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人均可支配收入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恩格尔系数（城镇）

恩格尔系数（农村）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一年=100）

单 位

%
千公顷

亿立方米

万公顷

万平方米

公顷

吨

吨

元/人
元

%

%
%

指标属性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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⒉解释变量

本文的解释变量为数字金融发展（Dfi）。本文借鉴郭峰等［13］的测度方法，基于北京大学数

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采用西部民族地区省级

层面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自然对数衡量数字金融发展。

⒊机制变量

（1）技术创新能力（Tec）
本文借鉴张微微等［14］的研究，构建技术创新投入和产出指标。其中，技术创新投入指标用

R&D经费内部支出额和R&D人员全时当量衡量；技术创新产出指标用专利授权量衡量。本文采

用熵权法计算出区域创新效率来衡量西部民族地区各省份的技术创新能力。

（2）产业结构优化升级（Isu）
本文借鉴徐敏和姜勇［15］的研究，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衡量西部民族地区各省份的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测算公式为：

Isu = ∑i = 1
3 Ii i = I1 + 2I2 + 3I3 （1）

其中，Ii 表示第 i产业的产值与总产值的比值。Isu值越大，说明该地区的产业结构高级化程

度越高。

⒋控制变量

考虑到其他地区特征因素可能对“两山”转化水平产生影响，本文借鉴魏悦羚和张洪胜［16］

的测度方法，选取控制变量如下：交通基础设施水平（Tran），用交通运输支出衡量；经济发展

水平（Gdp），用地区生产总值加1的自然对数衡量；政府调控行为（Gov），用政府财政支出占比

衡量；融资约束水平（Fin），用金融发展指数衡量；资源禀赋（Ren），用采掘业从业人员数占比

衡量；创新投入水平 （Rd），用熵权法计算出的地区创新投入水平指数衡量；地区人口数

（Pop），用地区人口数加1的自然对数衡量；市场化指数（Mi），用市场化进程指数衡量。

（二）模型设计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借鉴张彦彦和胡善成［17］的研究，本文用西部民族地区省级层面数字普

惠金融指数的自然对数来衡量数字金融发展，以检验西部民族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

水平是否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影响，设定基准回归模型如下：
∑Tmiit = α0 + α1Dfiit + α2∑Controlit + δt + μi + εit （2）
其中，i和 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被解释变量∑Tmi表示“两山”转化水平变量集合，包括

“两山”转化水平（Tmi）、“绿水青山”指数（Tmi1）和“金山银山”指数（Tmi2）；解释变量为

数字金融发展（Dfi）；Control表示上述一系列控制变量；δ表示年份固定效应；μ表示省份固定

效应；ε表示随机误差项。

进一步地，为探寻西部民族地区数字金融发展能否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优

化升级提升“两山”转化水平，本文借鉴任星宇和吕炜［18］的研究，设定机制检验模型如下：
Medit = β0 + β1Dfiit + β2∑Controlit + δt + μi + εit （3）
其中，Med为中介变量，包括技术创新能力（Tec）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Isu），其他变量

和参数的含义与模型（2）一致。

（三）数据来源

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 2000年开始实施，目的是“把东部沿海地区的剩余经济发展能力，

用以提高西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经历了奠定基础阶段（2000—2010年），目前正处

在加速发展阶段（2011—203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自 2011年发布，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完

整性，本文收集整理了 2011—2020年包括内蒙古、宁夏、新疆、西藏、广西、贵州、云南和青

海8个西部民族地区省份的平衡面板数据，共计80个观测值作为研究对象，考察西部民族地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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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2011—2020）》《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及地方统计局官网等。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2 所示。由表 2 可知，“两山”转化水平的均值为 0. 5809，
最大值为 0. 8914，最小值为 0. 2516，这说明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各省份之间“两山”转化水平存

在显著差异。“绿水青山”指数的均值为0. 3545，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0. 6868和0. 1479，相差

较大。“金山银山”指数的均值为0. 3449，最大值和最小值为0. 5335和0. 2109，这说明我国西部

民族地区“绿水青山”“金山银山”的发展和建设水平在各省份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地，“绿

水青山”指数的标准差为 0. 1519，远大于“金山银山”指数的标准差，可见“绿水青山”指数

的省份间差异大于“金山银山”指数的省份间差异。同样地，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数字金融发展也

表现出显著的省际差异。综上，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各省份间发展水平高低不一，与全国平均水平

相比还处于较低水平。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西部民族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所示。由表 3列（1）
可知，数字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 3192，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

升了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基于此，本文的假设 1得以验证。列（2）为西部民族地

区数字金融发展对“绿水青山”指数的回归结果，数字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表明

数字金融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西部民族地区“绿水青山”指数。原因在于，我国西部民族地

区数字金融发展中，经济建设的动能尚未转型为以绿色发展为目标，绿色生产体系尚未构建，制

约了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现。列（3）为西部民族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金山银山”指数的回

归结果，数字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为 0. 1262，且在 5%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

提升了西部民族地区“金山银山”指数。总体而言，西部民族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推动了“两山”

转化水平的提高，但具体而言，目前西部民族地区提升“两山”转化水平还是以牺牲资源为代

价。因此，数字金融发展推动了“金山银山”的建设，但是在“金山银山”发展过程中，由于产

品附加值低等原因，导致“绿水青山”资源的消耗枯竭。

表2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类 别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机制变量

控制变量

变 量

“两山”转化水平

“绿水青山”指数

“金山银山”指数

数字金融发展

技术创新能力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交通基础设施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

政府调控行为

融资约束水平

资源禀赋

创新投入水平

地区人口数

市场化指数

符 号

Tmi
Tmi1
Tmi2
Dfi
Tec
Isu

Tran
Gdp
Gov
Fin
Ren
Rd
Pop
Mi

观测值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均 值

0. 5809
0. 3545
0. 3449
5. 0831
0. 0561
5. 4536
2. 6778
8. 7939
0. 4803
3. 3664
0. 0450
0. 0412
7. 4274
1. 7589

标准差

0. 1662
0. 1519
0. 0798
0. 7513
0. 0435
0. 0312
1. 3593
1. 0153
0. 3238
1. 0272
0. 0254
0. 0263
0. 9819
0. 4664

最小值

0. 2516
0. 1479
0. 2109
2. 9616
0. 0001
5. 3833
0. 5102
6. 5554
0. 2082
1. 5784
0. 0034
0. 0043
5. 7321

-0. 1120

中位数

0. 5807
0. 3582
0. 3321
5. 3422
0. 0454
5. 4569
2. 7000
9. 1578
0. 3628
3. 2673
0. 0475
0. 0410
7. 8198
1. 8817

最大值

0. 8914
0. 6868
0. 5335
5. 7874
0. 1510
5. 5105
6. 4016

10. 1074
1. 3460
6. 4515
0. 0973
0. 1059
8. 5211
2.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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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生性检验①

考虑到反向因果关系可能带来的内生性问题，即西部民族地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推动“两

山”转化水平的提升，而提升“两山”转化水平能够为金融机构数字化提供条件和动力，进而加

快数字金融发展，本文构建工具变量进行内生性检验。《中国城市数字治理报告（2020）》显

示，杭州数字治理指数位居全国第一。基于数字金融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预期与杭州的地理距

离越近，数字金融发展越好，但并不意味着“两山”转化水平会更高，满足外生性要求。此外，

由于各省会城市与杭州的地理距离相对固定，而数字金融发展随年份变化，这会导致第二阶段估

计失效。因此，本文借鉴张勋等［19］与张正平等［20］的做法，选用数字金融发展指数均值（除本

省外）与省会城市距杭州球面距离的交互项（Dfim）作为工具变量。内生性检验结果表明，LM
统计量显著，拒绝了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原假设。F值远大于 10，拒绝了弱工具变量假设，因而

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相对合理［21］。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表明，Dfim 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负相关，

即距离杭州越远，数字金融发展水平越低，符合预期。第二阶段回归结果表明，处理内生性问题

后，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仍有提升作用，这证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三）稳健性检验②

⒈更换解释变量

本文将解释变量数字金融发展细分为数字金融覆盖广度 （Dfiw） 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

（Dfid）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覆盖广度和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均提升了西部民族地

区“两山”转化水平，这证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⒉遗漏变量分析

考虑到提升“两山”转化水平的主要推动力涉及人力资本、经济结构等，本文借鉴张彦彦和

胡善成［17］与魏悦羚和张洪胜［16］的研究，加入人力资本水平（Hum）和外贸依存度（Ou）作为

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其中，人力资本水平用每万人高等学校在校人数加 1取自然对数衡量，外贸

① 内生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② 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在正文中列出，留存备索。

表3　基准回归结果

变 量

Dfi
Tran
Gdp
Gov
Fin
Ren
Rd
Pop
Mi

省份FE
年份FE
常数项

观测值

R2

（1）
Tmi

0. 3192*** （3. 2592）
-0. 0050（-0. 5604）

-0. 5092*** （-3. 6391）
0. 1113（0. 3402）

-0. 0270（-0. 8603）
-0. 6735（-0. 6611）

4. 3831*** （3. 2945）
1. 0366** （2. 4239）

0. 0867（1. 3924）
控制

控制

-4. 6025（-1. 3835）
80

0. 9330

（2）
Tmi1

-0. 0460（-1. 4579）
0. 0052（1. 6000）

-0. 0772* （-1. 8616）
-0. 0411（-0. 5019）
-0. 0064（-0. 7831）
-0. 1914（-0. 8214）

2. 6150*** （7. 7617）
-0. 1215（-1. 1479）

0. 0095（0. 5864）
控制

控制

2. 2873*** （2. 8837）
80

0. 9948

（3）
Tmi2

0. 1262** （2. 2978）
-0. 0071（-1. 1343）

-0. 3010*** （-2. 7140）
0. 0428（0. 1809）

-0. 0367（-1. 5288）
1. 0366（1. 5725）

1. 9633** （2. 0993）
0. 1964（0. 6712）
0. 0714（1. 3699）

控制

控制

0. 8937（0. 3834）
80

0. 8846
注：*、**和***分别表示在10%、5%和1%水平下显著，括号内为 t值，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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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存度用对外贸易进出口总额与当年GDP比值衡量。回归结果表明，增加控制变量后，数字金

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仍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这证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⒊动态效应

考虑到西部民族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提升“两山”转化水平存在长期效应，本文将数字金融发

展滞后 1期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为正，且在 10%的水平

上显著，这证明了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四）异质性分析

鉴于西部民族地区发展阶段不同、客观条件各异且资源禀赋有别，为深化西部民族地区数字

金融发展提升“两山”转化水平的认识，本文采用分组的方式将西部民族地区市场一体化程度、

人力资本水平和资源禀赋水平以其中位数划分为高水平组和低水平组，对数字金融发展作用“两

山”转化水平分组进行回归，异质性回归结果如表 4所示。由表 4可知，在市场一体化程度、人

力资本水平和资源禀赋水平较高组别，数字金融发展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 2981、0. 4587 和

0. 2920，且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而在较低组别，数字金融发展的系数显著为负或不显著，这

表明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更深、人力资本水平更高、资源禀赋更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

山”转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加明显。原因在于，基于省份间的学习效应和竞争效应，在市场一体

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更有利于加快区域间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以及知识技术的溢出

和扩散，实现区域间资源的最佳配置，进而推动“两山”转化水平的提升。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

可以缓解西部民族地区对资源产业依赖带来的负面效应，有助于使经济发展方式从非可持续的资

源驱动型向可持续的知识驱动型方式转变［22］，为数字金融发展推动“两山”转化水平的提升注

入更高水平的人力资源。更好的资源禀赋可以为“两山”转化提供更多的资源基础［23］，为提升

“两山”转化水平创造条件。

五、机制分析

上述回归结果已经验证了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但是

数字金融发展能否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两山”转化水平？为

此，本文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通过引入技术创新能力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两个机制变量，探究

数字金融发展影响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的作用机制。本文借鉴董康银和邓又一［24］的

做法，重点分析西部民族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上述机制变量的影响。

表4　异质性回归结果

变 量

Dfi
控制变量

省份FE
年份FE
常数项

观测值

R2

P值

（1）
市场一体化

较高组

0. 2981***

（3. 6417）
控制

控制

控制

-11. 4535**

（-2. 3161）
40

0. 9664
0. 0000***

（2）

较低组

-1. 1121**

（-2. 1595）
控制

控制

控制

1. 3568
（0. 2702）

40
0. 9257

（3）
人力资本水平

较高组

0. 4578***

（3. 2091）
控制

控制

控制

-6. 4557*

（-2. 1187）
40

0. 9586
0. 0111**

（4）

较低组

-0. 0447
（-0. 1749）

控制

控制

控制

-5. 5138
（-0. 5028）

40
0. 9250

（5）
资源禀赋水平

较高组

0. 2920***

（3. 3456）
控制

控制

控制

-8. 5745
（-1. 1163）

40
0. 9732

0. 0000***

（6）

较低组

-0. 7097
（-1. 7004）

控制

控制

控制

3. 2279
（0. 9245）

40
0. 9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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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分析的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表5列（1）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能

力的回归系数为 0. 0411，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高了西部民族地

区的技术创新能力。这意味着，一方面，数字金融能扩大传统金融服务覆盖范围，利用信息网络

更加精准地识别潜在客户群体及客户需求，甄别客户实际信用与经营状况，缓解信息不对称问

题，降低技术创新成本。另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够缓解融资约束，为西部民族地区各类创新主体

提供融资支持，将更多的资金投入技术研发创新领域，提高研发技术和产品质量，提升产品的市

场认可度，刺激区域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进一步地，技术创新能够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改善

资源的消费结构，促进新能源的开发利用，为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注入新动能。

基于此，本文假设 2得以验证，即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提升西部民族地区

“两山”转化水平。表 5列（2）的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回归系数

为 0. 0357，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西部民族地区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推动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这意味着，一方面，数字金融发展能够有效校正传统金融中的金融资源错配问题，缓

解价格排斥、条件排斥和市场营销排斥等金融排斥，改善融资结构，提升金融资源的配置效率，

进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数字金融能够优化收入分配，扩大消费需求，优化需求

结构，促进居民消费升级，增加生态产品的需求，促进优质产业的发展［25］，进而推动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进一步地，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摆脱低端产业链锁定，协调发展一二三产业，合理配置

生产要素，促进资源产业的自身发展及与其他产业的融合发展，进而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

转化水平。基于此，本文假设 3得以验证，即数字金融发展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

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西部民族地区是我国的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所在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生态资源。但受

限于区位条件、匮乏的金融资源、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等，“两山”转化水平的提升受到极大的

限制。金融是我国西部民族地区利用生态资源禀赋、将“资源诅咒”变为“资源福音”进而提升

“两山”转化水平不可或缺的要素。在此背景下，本文利用 2011—2020年我国西部民族地区省际

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系统考察了我国西部民族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影响

和作用机制。得出主要结论如下：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我国西部民族地

区“两山”转化水平。分项指标分析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金山银山”的提升作用明显强

于其对“绿水青山”的影响。在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及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

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市场一体化程度更深、人力资本水平更高和资源

禀赋更好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对“两山”转化水平的提升作用更明显。机制分析结果表明，数

表5　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变 量

Dfi
控制变量

省份FE
年份FE
常数项

观测值

R2

（1）
Tec

0. 0411* （1. 9897）
控制

控制

控制

0. 8584（0. 7878）
80

0. 9567

（2）
Isu

0. 0357* （1. 6878）
控制

控制

控制

3. 4461*** （3. 7740）
80

0. 9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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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金融发展可以通过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升“两山”转化水平。

结合上述结论，为充分发挥西部民族地区数字金融的作用，助推技术创新能力提升以及产业

结构优化升级，全面推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其一，利用数字金融发展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以助力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在

数字技术浪潮中，传统金融业“乘风破浪”，金融数字化转型如今已经成为金融业焕发新生的重

要推动力。为更好地推动数字金融发展，突破“两山”转化的技术瓶颈以提升西部民族地区的

“两山”转化水平，西部民族地区金融机构应在坚持依法合规、严控风险底线的基础上，提升基

础数据跟踪处理能力，保障数据质量和数据安全。积极学习和探索前沿核心技术，参与开源生态

建设。同时，加大金融科技投入，加快金融数字化转型，利用金融科技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质

量，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完善金融机构服务功能。

其二，利用数字金融发展优化升级产业结构以助力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在

国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背景下，西部民族地区应继续提升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及使用深度，改

善资源错配程度，优化资源整合，提升配置效率。淘汰低端产业链，加快新兴产业发展，突破提

升“两山”转化水平的资源瓶颈。通过构建“产业+科技+金融”协同发展的数字金融生态体系，

促进数字金融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26］。完善数字金融监管体系，更好地利用数字金融促进传统

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

其三，政府应加快发展数字金融以助力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一是提供政策

支持。政府应出台相关政策，通过政策倾斜，采取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措施，加强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云计算等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扩大数字金融服务的覆盖率，降低数字金融服务的

获取成本，缓解西部民族地区提升“两山”转化水平过程中的资金压力。二是明确政策导向。聚

焦数字金融在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引导数字金融资源的投

入导向，通过绿色产业基金，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提升“两山”转化水平的相关项目，为西部民族

地区提升“两山”转化水平注入动力。同时，鼓励西部民族地区的企业、科研机构与金融机构间

加强产学研合作，共同开展技术创新和研发活动，以推动数字金融科技成果在提升“两山”转化

水平过程中的应用。三是完善法规监管。建立健全数字金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其业务范围和运

作方式。同时，优化监管机制，把握监管力度与创新的平衡，加强对数字金融的监管和相关政策

的落实情况，避免政策空转。

其四，要加快建设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强化区域间的数字金融协调发展以助力提升

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一是要建立要素跨区域流动的体制机制以及保障数据安全的基

础制度，构建信息交互渠道和交易平台，鼓励不同区域间数字信息的交流互动，打破市场分割，

促进要素在全国范围自由流动。二是坚持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发展之路，持续发挥

资源禀赋优势，激活资源型产业，加快生态产业发展，探寻特色产业发展，打通提升“两山”转

化水平过程中的生态资源变资产的通道，协同推进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其五，构建高质量数字金融人才培养体系以助力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一是

明确培养目标。明确数字金融综合型人才培养目标，加大金融科技人才培养资金投入，优化数字

金融相关课程体系，培养既懂技术又懂业务的复合型人才。同时，加强实践教学，提高实际操作

能力，培养应用型人才，确保培养出的数字金融人才能够满足西部民族地区提升“两山”转化水

平中的实际需求。二是建立考核机制。根据西部民族地区提升“两山”转化水平的发展变化，持

续优化数字金融人才培养体系的考核机制，对数字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定期评估和反馈，不断改进

以确保其始终保持与西部民族地区提升“两山”转化水平中实际需求的高度匹配。三是优化激励

机制。完善金融科技人才评价体系，制定统一量化标准，通过晋升机制、报酬回馈和绩效考核等

方式留住人才，充分发挥数字金融人才在提升西部民族地区“两山”转化水平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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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s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Improved 
the “Two Mountains” Transformation Level?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Western Ethnic Regions

ZHAI Hua-yun1, LI Dai-ling2, LI Qing-yuan3

(1. Research Base for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Under the Four Ministries,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430074, China; 2. School of Management,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430074, China; 3.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China)

Summary：It is necessary to consolidate the ecological basement of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and enhance the 
value creation of “invaluable assets”. In western ethnic regions, the key ecological functional areas in China, the 
transformation process of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into “invaluable assets” has been hindered . In the current 
digital economy environment, using digital finance to break the “resource curse” effect, stimulate the “resource gospel” 
effect, and improve the “Two Mountains” transformation level in the western ethnic regions of China is very important to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However, existing literature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mproving the “Two Mountains” transformation level is fragmented, especially that on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digital finance on the “Two Mountains” transformation level.

This paper takes the western ethnic region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We find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Two Mountains” transformation level in the western ethnic regions of China, and digital finance 
has a significantly stronger role in promoting the “invaluable assets” than its impact on the “lucid waters and lush 
mountains”. The regression results are robust after using the instrumental variable method to solve endogeneity and 
adopting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such as changing the measurement method of explanatory variables, omitted variables 
analysis, and dynamic effect analysis. Furthermore,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 that when the degree of 
market integration, the level of human capital and the level of resource endowment are higher, digital finance has a more 
obvious effect on the improvement of the “Two Mountains” transformation level.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existing literature in two aspects. First, this paper extends the research scope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wo Mountains” transformation level from a new perspective of digital finance. Second, different 
from existing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Two Mountains” transformation 
level, this paper measures the “Two Mountains” transformation level in the western ethnic regions of China, and empirically 
tests the effect and mechanism of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on the “Two Mountains” transformation level. By 
quantifying the “Two Mountains” transformation level and combining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this paper provides a 
new path for improving the “Two Mountains” transformation level in the western ethnic regions of China, and a scientific 
basis for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and the common prosperity for all people.
Key words：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finance； the “Two Mountains” transformation level；western ethnic regions

（责任编辑：徐雅雯）

120


